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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性别政策演进分析
———从“男性养家”迈向工作与生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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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性别政策的推进为陷入困境的日本社会政策打开一扇大门。2007 年日本颁布《工作与生活平衡宪章》，此后又相

继发布《活跃女性职业生活促进法》、劳动方式改革大纲、《劳动方式改革相关法》等，加快了性别政策制度建设的步伐。在社

会政策中嵌入性别视角以后，劳动和生活领域出现了新变化。日本总和生育率在 2005 年一度下滑到 1． 26，2010 年之后逐步回

升到 1． 40 以上。处在抚养子女时期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出现持续上升，“M”形女性就业形态有了根本性改变。本文重点

解析日本在性别政策路径上出现的“男性养家”、经济地位“男女平等”、“工作与生活平衡”三个发展阶段，展示日本在经济结

构转型和人口结构转型之中、在东西方性别文化和家庭文化冲撞当中寻找适合自身发展路径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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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es in gender policy have opened doors for social policy to come out of a stalemate in Japan． In 2007，the government and

the electorate together promoted the adoption of the Charter of a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Life，and later，the Law on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Employment，the Law on Work Style Reforms，and Related Law on Work Style Reforms，leading towards change in gender policy．

Once a gender perspective was incorporated in social policy，changes started to occur in work and life． The overall fertility rate went down

to 1． 26 in 2005． In 2010，however，it came back up to 1． 40． The rate of labour participation among women of bearing ages continued to

rise，completely altering the M style of employment among Japanese women．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the changes in gender policy in Ja-

pan that helped the transition from a center on male-breadwinners，through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and to a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life，so as to identify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in Japanese search of women's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ransition in demography，and the intersection of West and East gender cultures and family cultures．

近年来，日本官民各界积极推动“工作与生活平
衡”的性别政策，期待找到解决女性劳动参与率低、
少子化、非婚化问题的新途径。

日本在探索性别平等政策过程中，经历了“男性
养家”、经济地位“男女平等”、“工作与生活平衡”三
个发展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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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享受人口红利时期，为了保证男性劳动力充分就

业，社会政策承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维，推出
“男性养家”模式。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日本经济从
快速发展转入低速发展，人口和家庭结构也开始朝着

以“少子化”“个体化”为特征的社会转型。在经济和
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背景下，“男性养家”政策显现危
机。为了应对出现的变化，性别政策将焦点集中在提
高女性劳动参与率、以推进经济的“生产力”和人口的
“出生力”为目标的性别政策，使得女性既要参与经济
生产又要承担生育和养育的再生产责任，2005 年日本
总和生育率降低至 1． 26，这是有史以来最低水平。同
时，性别政策的调整提高了女性劳动参与率，并涌现

出一批女性精英，但也加重了女性之间的阶层分化和

非婚化等社会问题。跨入 21 世纪，日本注重将性别
政策嵌入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从多维视角建构
“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政策新路径，取得了一定的政策
效果。本文重点对日本在推行性别政策路径上出现
的“男性养家”、经济地位“男女平等”、“工作与生活
平衡”三个发展阶段进行解析，展示日本在经济结构
转型和人口结构转型之中、在东西方性别文化和家庭
文化冲撞当中寻找适合自身发展路径的经验和教训。
一、第一发展阶段:“男性养家”政策模式形成
“男性养家”政策模式形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普
及于 20世纪 70年代。这一时期，日本女性的受教育水
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仅从女性升学率来看，1965 年，女
性的大学升学率为 4． 6%、短期大学升学率为 6． 7%，
1970年分别为 5． 6%、11． 2%，1975 年分别为 12． 7%、
20． 2%［1］(P120)。为什么女性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日本
还是采取了“男性养家”“女性居家”的政策呢? 其主要
社会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劳动力人口增加，进入人口红利的最佳时

期。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中期，是日本人口
抚养比最低、收获人口红利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以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日本出现了两
次生育高峰，第一次是在 1946－1955 年，第二次是在
1967－1972 年。在享受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供给
大于需求。社会政策沿袭“家父长制”传统文化理

想，推崇“男性养家”政策模式。为了获得多数女性
支持，舆论上宣传“三岁儿神话”，即儿童从出生到
三岁之间，是孩子智力成长的重要时期，未满三岁的

儿童应由母亲亲自养育，不倡导集体保育。政策上
对保护“母性”给予正当化。1972 年颁布的《勤劳妇
人福祉法》便是着眼于“保护母性”，对女性“家庭生
活”、男性“职业生活”的性别分工给予了法律上的
确认。同时，政府和企业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对回归家
庭的主妇给予经济性补偿。比如，实施夫妇连带社会
保障制度，“专职太太”作为丈夫的被抚养人不必单独
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但是可以在丈夫名义

下享受医疗保险和领取夫妇年金。专职太太的保险
费一部分由国家和企业承担，一部分通过社会保障制

度内的再分配由参保者共同负担。企业则本着大家
族企业精神，对男性职工提供主妇津贴和住房津贴

等，通过企业保障给予专职太太一定经济补偿。
第二，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了劳动雇佣，大量农村年

轻劳动人口进入城市，从农民身份转换为工薪阶层。
进入城市的年轻人，在城市组建独立的小家庭，20世纪
60年代以后，核心家庭迅速增加。以往大家庭共同承
担的家务劳动，转为由核心家庭独立承担，使得核心家

庭对家务劳动投入的时间总量增加。鉴于家政服务市
场不发达、服务规模小且服务价格昂贵，与其利用家政
服务不如自己来操持，更便于提高子女教育和家庭生

活质量。家务劳动时间总量增加和家政市场不发达
等，导致不少职业女性中途放弃工作，选择回归家庭。
第三，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特别是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度，稳定和提高了男性

劳动力的经济收入。1965 年男性平均年薪 447600
日元，1975 年增长到 2053800 日元①，家庭经济收入
稳定快速增长，为女性选择专职太太生活方式提供

了经济基础和条件。
第四，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实现了年均 10%的增

长，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日本政治家造成一种错觉，以

至于政治家们宣称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已经进入
“福利国家”，应该把赶超福利国家作为国家的政治
目标。英法等福利国家在经历工业化革命之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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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日本厚生劳动省工资构造基本统计工薪阶层年薪的年度推移数据，2013 年。



产阶层家庭曾经出现过“男性挣钱养家”模式，这一
时期日本年轻夫妇向往的理想家庭模式正是丈夫在

外挣钱养家、妻子回归家庭持家，有一双儿女，一家
大小其乐融融。“男性挣钱养家”、女性做专职太太
的模式，获得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认同，并逐步作

为社会主流的家庭模式得以确立。在中产阶级描绘
的理想家庭模式中，可以看到英法等福利国家的影

响。但是，福利国家中出现的“男性挣钱养家”模式
早于日本近半个世纪，而且西方家庭文化与东方家

庭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在政策选择上盲目追

随西方并非因地制宜之举。
二、第二发展阶段:“男性养家”危机和政策对应
(一)“男性养家”政策模式出现危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和社会发
展进入新的转折时期。以性别分工为前提的“男性
养家”模式显现出种种危机。冲击“男性养家”模式
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受泡沫经济影响，日本经济发展陷入长期

低迷，一部分企业为了求生存，将工厂转移到人力成

本较低的第三国，国内开始进行大量裁员，终身雇佣

体制难以维系。20 世纪 70 年代平均完全失业率仅
有 1%，20 世纪 80 年代增至 2%，到了 20 世纪 90 年
代上升到 4%，进入 21 世纪初上升到 5%②。企业为
了减少风险，在大量裁员的同时，还削减和废除了以

往为职工提供的住房津贴和专职太太津贴等企业福

利保障。在家庭收入不稳定的状态下，仅靠“男性养
家”已经难以维持中产阶层家庭生活水平，为此，不
少女性开始选择就业或者打零工以增加家庭收入。
另外，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提高了女性受教育水平，

1995 年女性的大学升学率为 47． 6%，而男性的大学
升学率为 42． 9%③，出现女性学历高于男性的趋向，
从事专业化程度较高职业的女性人数开始上升。
专职太太减少的情况如表 1 所示: 1980 年专职

太太家庭有 1114 万户，双职工家庭 614 万户。1990
年专职太太家庭减少到 897 万户，双职工家庭增加
到 823 万户，两者基本持平。而 2000 年前后，双职
工家庭超过专职太太家庭。两种家庭户数出现逆
转，意味着“男性养家”模式正在面临解体。

表 1 专职太太家庭和双职工家庭年度变化( 1980－2010) 单位:万户

年份 专职太太家庭 双职工家庭 年份 专职太太家庭 双职工家庭

1980 1114 614 1996 937 927
1981 1082 645 1997 921 949
1982 1096 664 1998 889 956
1983 1038 708 1999 912 929
1984 1054 721 2000 916 942
1985 952 722 2001 890 951
1986 952 720 2002 894 951
1987 933 748 2003 870 949
1988 946 771 2004 875 961
1989 930 783 2005 863 988
1990 897 823 2006 854 977
1991 888 877 2007 851 1013
1992 903 914 2008 825 1011
1993 915 929 2009 831 995
1994 930 943 2010 797 1012
1995 955 908

资料来源: 1980－2001年は総務省『労働力特別調査』、2002 年以降は総務省『労働力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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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劳动力调查，2012 年。
数据来源于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学校基本调查资料，2017 年。



其次，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人口增长速度
和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出现下滑，人口发展进入以“少
子化”“高龄化”“家庭个体化”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
转型时期，经济也进入长期的低速发展时期。“男性
养家”模式以核心家庭为基础，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以后，“家庭个体化”和“少子化”的发展趋向从

根本上动摇了这一模式的社会基础。据厚生劳动省
发布的统计数据( 见表 2 ) ，1960 年日本的家庭平均
人口为 4． 47 人，1990 年降为 2． 99 人; 1960 年独身
家庭仅占家庭总数的 4． 7%，1990 年已上升到
23． 1%，进入 21 世纪，上升速度进一步加快，“家庭
个体化”现象日益突出。

表 2 不同类型家庭户数变化

夫妇家庭( % ) 核心家庭( % ) 单亲家庭( % ) 独身家庭( % ) 其他( % ) 平均家庭人口(人)

1980 年 12． 5 42． 1 5． 7 19． 8 19． 9 3． 22

1985 年 13． 7 40． 0 6． 3 20． 8 19． 2 3． 14

1990 年 15． 5 37． 3 6． 8 23． 1 17． 4 2． 99

1995 年 17． 4 34． 2 7． 1 25． 6 15． 7 2． 82

2000 年 18． 9 31． 9 7． 6 27． 6 14． 0 2． 67

2005 年 19． 6 29． 9 8． 4 29． 5 12． 7 2． 56

2010 年 20． 1 27． 9 9． 0 31． 2 11． 8 2． 47

2015 年 20． 1 26． 2 9． 5 32． 7 11． 4 2． 42

资料来源: 2016 年日本総務省国勢調査『家族類型別世帯数の推移』。

随之而来的还有生育率下降。两次婴儿潮之
后，日本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1972－1974 年总和生
育率还维持在 2． 14，而到了 1989 年总和出生率降到
有史以来最低的 1． 57，新闻界称其为前所未有的社
会危机，引起日本全社会的震惊。至此以后，生育率
持续下降，2005 年总和生育率再创新低，下降到
1． 26④。
此外，“男性养家”模式限制了男女两性对生活

方式的选择，与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社会潮流显得格

格不入。因多种个人或者社会因素，不少年轻人选
择不结婚或者逃避婚姻。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日
本结婚率开始下降，而离婚率呈增长趋势。1980 年
结婚登计为 77 万件，1990 年经济大萧条时期下降
到 72 万件，1995 年至 2002 年期间，一度恢复到 80
万件，此后又持续下降。而离婚率自 1995 年以后持

续上升，2002 年前后达到最高，突破 38． 3%，此后稍
有下降，但仍然停留在 35%左右⑤。
(二)追逐经济“生产力”和人口“出生力”出现

的政策挫折

为了应对经济发展和总和生育率急速下滑以及

“男性养家”模式危机引发的家庭和婚姻变化，日本
政府开始注意从经济保障上强化男女平等政策。
1985 年对《勤劳妇人福祉法》进行大幅度修订，并以
《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为新名称颁布实施。新法
律对实现男女平等就业以及女性工资待遇、职务升
迁等方面进行了规定。1991 年颁布《儿童养育·介
护休假法》，明确了男女在养育子女和照护父母休
假上的平等义务和权利。这些出台的政策法规意
在强调不能将应由家庭承担的养老扶幼活动完全

交由女性或者私人领域，呼吁男性参与育儿养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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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人口动态统计报告，2017 年。
参见日本厚生劳动省的 2015 年人口动态统计年度推移数据。



家庭照护劳动。1997 年颁布、2000 年实施的《护理
保险法》，表明政府开始干预被视为私人领域的老
年人照护，明确了照护老年人的国家和社会责任。
1999 年 6 月颁布的《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
强调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体现性别平等，
男女共同参与社会规划和社会决策，发挥各自的能

力和创造力。
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

政策以恢复经济的“生产力”和人口的“出生力”为
主要目标，并没有摆脱“男性职业生活，女性家庭生
活”的思路。同时，政策重点强调对女性的劳动保护
以及女性经济独立，但对男性如何参与家庭照护劳

动、企业如何支持员工的家庭生活，没有提出具体的
政策规范。而且，上述政策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女性
在家务劳动中的无酬问题，对国家如何干预家务劳

动公共化、如何提供更多的适合于双职工家庭的公
共服务等具体政策缺乏政策对应。由于政策目标对
经济发展价值体系进行调整，将性别平等政策作为

促进经济发展的补充形式，所以推行的性别政策并

没有获得预期效果，反而使长期以来隐性的矛盾凸

现出来。
这一时期凸显的社会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加速了女性之间的阶层分化。《男女雇佣机
会均等法》实施以后，缓解了劳动领域男女不平等
状况，女性就业率呈明显上升趋势，但与此同时，女

性的阶层分化开始出现。如表 3 所示，1987 年专
职太太占女性总体的 23． 9%，2005 年为 11． 7%，
2010 年降低到 9． 1%，降低幅度较大。上升幅度比
较大的是职业女性比例，1987 年职业女性占女性
总体的 15． 3%，2005 年占 20． 9%，2010 年增长到
24． 7%。此外，增长比较快的还有非婚就业者，即
独身的职业女性。1987 年占女性总体的 7． 1%，
2005 年占 15． 6%，2010 年增长到17． 7%⑥。非正
规就业女性⑦依然是一个很大的群体，1987 年占女
性总体的 42． 2%，2005 年占 37． 1%，2010 年占
36． 1%。

表 3 女性阶层分化发展状况 单位:%

1987 年 1992 年 1997 年 2002 年 2005 年 2010 年

专职太太 23． 9 19． 2 17． 8 13． 7 11． 7 9． 1

非正规就业女性 42． 2 45． 8 42． 9 41． 8 37． 1 36． 1

职业女性 15． 3 14． 7 15． 6 17． 7 20． 9 24． 7

丁克家庭女性 1． 4 2． 6 3． 0 4． 0 3． 2 2． 9

独身女性 7． 1 9． 5 9． 3 12． 5 15． 6 17． 7

资料来源:日本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結婚と出産全国調査』2012 年。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日本女性基本分为专职
太太与职业女性两大群体;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女
性分化为 5 个阶层，即专职太太、非正规就业女性、
职业女性、丁克家庭女性和独身女性。另外，女性各
个阶层之间在纳税和利用公共服务上的不均衡也开

始显现。比如在个人所得税负担方面，独身女性缴
纳税率最高，却不能够享受政府提供的有关家庭和

儿童的公共服务。双职工家庭中的职业女性，由于
家庭收入较高，难以获得政府提供的儿童津贴以及

适用其他减免税收的家庭政策。专职太太可以免除
缴纳所得税以及年金、医疗保险费的义务。对于非
正规就业女性而言，如果年收入控制在 103 万日元
以内，可以免除缴纳所得税以及年金;医疗保险费控

制在 130 万日元以下，可以免除缴纳所得税以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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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数据来自 2012 年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结婚与生育全国调查。
主要是计时工和计件工，大多企业不支持她们参加厚生养老保险。



金保险费，但是需要缴纳医疗保险费用。专职太太
和非正规就业女性如果属于低收入家庭，可以获得

政府提供的儿童津贴以及适用其他减免税收的家庭

政策支持。另外，职业女性和非正规就业女性即使
从事同样的工作，在工资和待遇方面也相差悬殊，专

职太太之间也出现富裕家庭专职太太与贫困家庭专

职太太的两极分化。由于政策设计的碎片化，制度
之间不能有效衔接，人为地造成了女性之间的阶层

分化和对立。
第二，造成了职业女性既要工作又要承担家务

的双重负担。1999 年颁布的《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
本法》强化了女性对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平等参
与，双职工家庭比例逐年增加。政策对提升女性劳
动参与率有一定效果，但是如上所述，双职工家庭女

性既要参与社会经济劳动又要承担家务劳动的双重

负担问题却没有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
第三，对提高女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

男性感到压力较大并持消极态度。部分男性感觉到
既要挣钱工作还要参与家务劳动，结婚和家庭生活

是一个沉重负担，对迈入婚姻路途怀有恐惧和不安

心理。2000 年以后，非婚率急速上升。根据日本国
势调查，1970 年，50 岁还没有婚姻经历的未婚男性
仅有 1． 7%，1985 年为 3． 9%，有结婚愿望的男性基
本上都可以结婚成家。相比之下，到了 50 岁还没有
婚姻经历的未婚女性比例高于男性，1970 年占
3． 3%，1985 年占 4． 3%。1990 年以后，“男性养家”
模式出现危机，男女之间的比例出现逆转，1995 年
男性非婚率上升到 9． 0%，女性为 5． 1%，男性非婚
率比例开始高于女性。之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距
逐步拉大。2015 年，男性非婚率上升到 24． 2%，女
性非婚率上升到 14． 9%⑧。“男性养家”模式危机与
非婚率急速上升有着直接关系。
第四，母子单亲家庭增加以及儿童贫困问题引

起社会关注。2000 年日本全国 1316 万户儿童家庭
中，母子单亲家庭有 58． 7 万户。离婚是造成母子
单亲家庭的主要原因。1995 年接受最低生活保障

的母子单亲家庭有 52373 户，2005 年增加到 95310
户，增加了 70%⑨。女性婚姻一旦破裂就很容易陷
入贫困，她们既要肩负抚育子女职责，又要外出挣

钱维持家计，且难以保证稳定的家庭收入。
如上所述，这一时期日本虽然在调整性别政策

上做了诸多努力，由于政策目标定位在追逐经济“生
产力”和人口“出生力”方面，推行的政策没有达到
预期效果，社会问题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
三、第三发展阶段:从多维视角建构“工作与生

活平衡”政策
进入 21 世纪，针对问题的多元化和复杂化，日

本政府提出将性别意识嵌入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
域，从多维视角建构“工作与生活平衡”( work ＆ life
balance) 政策路径，为陷入困境的日本社会打开一扇
大门，也推动社会政策进入一个新的改革时期。改
革时期的社会政策显示出两个特点: 一是摆脱优先

发展经济的思路，提出经济发展和家庭生活兼顾原

则，推动家庭和个人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发展。
二是摆脱将男性政策和女性政策分割开来的思路，

从性别平等的视角对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制度等进
行反思。
(一)对“工作与生活平衡”政策的认知
21 世纪以后，西方福利国家关于“工作与生活

平衡”政策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对处在寻求新路径
的日本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从性别角度挖掘
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平衡，以家庭主义 ( fami-
lism) 和去家庭化 ( defamilization) 理论视角，探索家
庭公共服务供给对于推动“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量
化和质性的研究及实践，为日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方法。
英国自 2000 年以来 ( 布莱尔执政时期 ) 积极

推动“工作与生活平衡”社会运动。该运动致力于
推动雇主们采取积极措施，鼓励雇员将职业生活和

家庭生活结合起来，从而提高身为父母员工的生产

力和工作积极性。通过对实现工作生活和家庭生
活“双赢”案例的研究发现，雇主提供弹性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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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 2016 年日本总务省国势调查。
数据来自 2015 年厚生劳动省单亲家庭调查。



间帮助父母员工合理安排工作和儿童养育，不仅有

助于雇主们的经营活动更具活力，而且更容易得到

员工们的支持［2］(P219)。2004 年，英国政府与贸易与
产业部( DTI) 共同制定“工作与生活平衡”条款，条
款对这一概念做了如下概括: 工作与生活平衡是

“有关工作模式的调整，不管年龄、种族或者性别，
人人都能够找到将她们的工作与其他责任或抱负

结合起来的规则”。条款对员工的工作时间、工作
方式、休假以及家庭公共服务供给等规定了具体奖
惩办法［3］(PP17－18)。
日本从英国政策经验中获得启示，2007 年日本

政府和经济界携同推出《工作与生活平衡宪章》，并
通过行政体系进行广泛的社会宣传和普及。宪章中
对“工作与生活平衡”做了这样的表述: “让每个国
民都能通过劳动感到工作的价值和充实感，在完成

工作责任的同时，在家庭和社区生活中，也能够在育

儿期、中老年期等人生各个不同阶段，享有选择各种
不同生活方式并加以实现的社会制度。”瑏瑠学界对于
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动的“工作与生活平衡”的
社会动员提出质疑。学者从尊重个人主体选择的立
场阐述了“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内涵，指出这项政策
是指“不分男女，尊重对每一个人在‘工作与生活平
衡’选择上的个人主体性;并要对个人的选择和实现
其目标提供生活保障和制度安排”［4］( P43)。学者强调
在社会政策中嵌入“性别视角”，意在纠正以往因追
逐经济的“生产力”和人口的“出生力”而产生的政
策偏差，强调“个人主体”选择和社会参与，提倡自
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方式。“生活保障”强调国家在
提供家庭公共服务领域中的责任，以对人生不同阶

段出现的生活问题给予社会保障。
(二)“工作与生活平衡”政策的选择
关于“工作与生活平衡”政策目标的争论，为政

策模式的选择做了理论的铺垫。20 世纪末期以
来，针对“工作与生活平衡”政策，已经有诸多国家
开展了有意义的实践。对瑞典、丹麦、挪威以及英
国、法国、德国等主要国家所推行的相关政策进行

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其社会政策实践大致可分为以

下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持续性就业 + 家庭照护公共

化”，比如北欧国家的瑞典和芬兰。为了解决女性劳
动力市场参与和生育率下降、工作与家庭生活矛盾
日益突出的问题，公共政策强化了对“私”领域家务
劳动的干预，在育儿、养老等生活照护方面提供全方
位的公共服务，缓和了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

维持了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但是，实现这一政
策的前提是成熟的性别平等劳动力市场、女性参与
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能力以及经济独立性。在性别
平等指数居于领先位置的北欧诸国，选择第一种政

策方式是必然结果。而对于“男性养家”仍有一定
社会土壤、女性在劳动市场竞争能力尚待完善的日
本，北欧国家展示的政策实践并不是首选。另外，
以“去家庭化”思路建构的家务劳动公共化政策，意
在排除女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障碍，将家

务劳动视为阻碍，对于丰富家庭生活以及维系家庭

关系纽带具有负面影响。
第二种形式是“弹性就业 + 家务劳动共同分

担”，以荷兰和英国为代表。弹性就业政策体现在为
就业者设计多样的劳动方式，比如六小时工作制，每

周三个工作日或者以定量工作方式计算工薪等，不

拘泥于劳动场所、劳动方式，夫妇可以根据家庭需求
和经济状况选择工作方式。家务劳动共同负担不单
单指夫妇之间，还包括亲友、社区、企业等通过互助
方式共同分担。
从近年来日本调整劳动政策和家庭政策的走向

可以看出，日本正向“弹性就业 +家务劳动共同分
担”的政策形式逐步倾斜。日本政界和学界认为，这
一方式是具有中立性且有包容性的，不仅可以提高

女性劳动市场的参与率，而且使家庭照顾者获得了

更多的自主权和选择空间，同时在加强社会之间的

互助协作方面也有一定成效。
第三种形式是“间断性就业 +家务劳动经济补

偿”。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是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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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认知上将家务劳动视为职业劳动的一种形式，

国家和社会基于等价原则，对承担家庭照护者给予

一定的经济补偿［4］。德国护理制度中规定对家庭照
护者支付护理报酬，即为家务劳动经济补偿政策的

具体体现。从第三种政策实践的经验来看，选择间
断性就业的几乎都是女性，出现了将女性再次推回

家庭领域的现象，因此被认为有强化“男主外，女主
内”性别分工的倾向。
(三)“工作与生活平衡”政策改革
近年来，日本加大了推进“工作与生活平衡”政

策的力度，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构生活保障体系。对夫妇连带保险制

度进行改革，将夫妇连带养老金体制逐渐过渡到女

性个人独立体制。2017 年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将
领取厚生养老金的参保年限从 25 年降为 10 年，将
多数从事灵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女性覆盖到厚生

养老保险体制内，逐步确立女性独立年金体系，完善

对基本生活提供保障的制度体系。
第二，增加公共型家庭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减

轻由家庭提供“无酬照料劳动”的负担，帮助女性
参与劳动力市场。具体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 首
先，增加幼儿园、托儿所数量。2015 年以后，在增
加常规幼儿保育机构数量之外，积极推广就近入托

的社区型幼儿设施。2015 年，日本全国共有社区
型保育所 2737 所，2018 年增加到 5814 所; 新创立
的幼儿教育和幼儿保育一体化的“儿童园”，在
2015 年有 1931 所，2018 年增加到 4521 所［5］。其
次，增加学龄前儿童财政支出，减轻育儿家庭经济负

担。从财政投入状况看，2014 年政府对学龄前儿童
投入财政 21089 亿日元，2015 年为 23439 亿日元，
2016 年为 26265 亿日元，增长较为明显［6］。自 2019
年 10 月起，有 3－5 岁儿童的所有家庭以及有 0－2 岁
幼儿的免除居民税的低收入家庭，原则上将无需

缴纳政府认证的保育园、儿童园和幼儿园的使用
费。政府对学龄前儿童的财政投入进一步加大。
再次，老年人照料社会化。2000 年日本政府实施
护理保险制度，对需要照护的老人和家庭提供公

共护理服务，个人负担护理服务费用的10%－20%，
其余由护理保险负担。家庭服务公共化使很多家
庭在从事带薪工作的同时能够照护孩子和老年人，

获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但是，政府对家庭领域能
介入到何种程度尚有争议，诸多政策课题有待深入

研究。
第三，围绕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政策目

标，改革劳动方式。首先是改革休假制度。为提高
利用育儿和护理休假率，2017 年日本政府对《育儿·
照护休假法》进行修订。在育儿休假政策适用上，女
性育儿休假率近年来一直维持在 80%以上，男性休
假率一直在 6%以下瑏瑡。为促进男性积极参与家庭
儿童照护，各级地方政府设置咨询窗口并开办各种

类型的讲习班。针对长期以来女性由于生产和育儿
等原因辞职回家的比例居高不下的情况，2017 年
《育儿·照护休假法》的修改重点强调企业的责任和
义务，规定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止员工利用育儿

照护休假制度，并责成企业制定休假复归计划，保证

休假复归者不会因休假而失去原来的职务和待遇。
同时规定免除育儿期间需要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

免除缴纳期间可计算为缴纳年限。育儿或护理休假
者，可根据法律规定，通过个人申请从政府掌管的

雇佣保险处获取休假津贴。其次是引入弹性工作
制。推行雇佣方式多样化、工作时间多样化、工作
场所多样化的弹性工作制。法规规定有育儿或者
老年人照护需求者可以申请弹性工作制，职工可以

根据家庭生活需求，自主决定劳动方式、劳动场所
和劳动时间，雇主和被雇佣者通过签订劳动契约方

式，计算劳动时间和劳动报酬。为了确保真正实现
政策目标，日本政府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

法规。2015 年 9 月颁布《活跃女性职业生活促进
法》，2016 年颁布劳动方式改革大纲，2019 年 2 月
颁布实施体现“工作与生活平衡”政策的《劳动方
式改革关连法》。
以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为目标的政策改革，

正在逐步渗透于各个领域，并推动日本进入了以实

现“工作与生活平衡”为目标的政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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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与生活平衡”政策改革成效
自 2007 年推进《工作与生活平衡宪章》以来，在

家庭政策、劳动政策、人口政策等各个领域达到了预
期效果。
首先，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提高。1978 年，不

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参与率分别是: 20－24 岁为
66． 0%、25 －29 岁为 45． 3%、30 －35 岁为 46． 3%、
35－39岁为 56． 1%瑏瑢。女性在生产和育儿期间参与
率最低，形成了“两头高、中间低”的“U”形女性就业
形态。2008 年参与率出现上升，但依然没有改变

“U”形就业形态。进入 2016 年，以往处于低谷状态
的 25－39 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女性，其劳动参与率平
均在 75%以上( 见图 1) ，与 1978 年和 2008 年相比，
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的同时，
总和出生率并未出现明显下降，反而出现回升。在
育儿和工作双重负担重压之下，2005 年女性总和生
育率一度下降到 1． 26，在“工作与生活平衡”政策实
施力度加强以后，女性总和生育率逐渐回升。2016
年恢复到 1． 44，2017 年为 1． 43，2018 年为 1． 42瑏瑣，
总和出生率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放缓。

图 1 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
资料来源:厚生労働省『働く女性の実情』2017 年。

其次，男女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也出现了明显

变化。根据日本统计局《社会生活基本调查》数据，
1976－2016 年，家庭内部男女生活时间增减状况出
现了有趣的变化，仅仅从每周投入育儿、照护家人等
家务劳动时间上看，男性投入的时间从 0 个小时增
加到 14 个小时;相反，女性投入的时间则减少了 12
个小时瑏瑤。这表明在家庭生活层面上，“男主外，女
主内”的传统意识以及家务分担状况的转变，也反映
出了夫妇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新变化。

另外，根据日本内阁府“国民生活满意度调
查”，国民生活满意度逐年上升，特别是 2007 年《工
作与生活平衡宪章》推行以后，满意度明显提高。如
表 4 所示，2007 年国民生活满意度为 62． 7%，2017
年为 73． 9%。另外，在综合主观满意度设定的十大
调查项目中，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满意度占
8． 5%，生活快乐度占 22． 9% ; 在生活快乐度的比例
中，育儿环境满意度为 3． 9%，老年人护理环境满意
度为 3． 3%瑏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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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参见 2011 年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逐年推移数据。
参见 2019 年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报告。
参见 2017 年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社会生活基本调查报告。
参见 2019 年内阁府关于满意度·生活质量调查第二次报告内容。



表 4 日本国民生活满意度( 2007－2017) 单位:%

年份 满意 比较满意 合计

2007 8． 3 54． 4 62． 7
2008 8． 0 52． 4 60． 5
2009 8． 4 52． 6 61． 0
2010 9． 1 54． 7 63． 8
2011 10． 3 55． 3 65． 6
2012 10． 4 56． 9 67． 3
2013 10． 3 60． 7 71． 0
2014 9． 5 60． 8 70． 3
2015 10． 1 60． 0 70． 1
2016 10． 7 59． 4 70． 1
2017 12． 2 61． 7 73． 9

资料来源:日本内閣府『国民生活満足度調査』2019 年。

四、结论与讨论
日本在探索性别政策路径中经历了“男性养

家”、经济地位“男女平等”、“工作与生活平衡”三个
发展阶段。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结构转型的背景
之下、在东西方性别文化和家庭文化冲撞当中，日本
在如何找到适合自身发展路径的政策模式方面积累

了诸多经验和教训，也给我们提供了几点重要的

启示。
长期以来，日本在制定社会政策过程中，往往将

性别政策作为一个特殊政策领域，聚焦于女性群体，

或者将女性政策和男性政策对立起来，没有收到预

期的政策效果，反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而性别平
等视角嵌入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淡化性别
差异，从尊重个人主体性思路出发，重新思考工作与

生活的关系，最终找到了新的途径，出现了女性劳动

参与率和总和生育率同步上升。
在拓展评价社会生活的价值体系方面，日本进

行了长期的探索。多年来，经济价值指标和经济社
会的评价体系主导了日本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

2000 年后，官民各界注重从平衡工作与生活、经济
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多维视角建构评价家庭生活、社
区生活、企业职工生活等社会生活的价值体系，逐渐
摆脱单一的经济价值评价体系的束缚，提高了国民

生活的满意度。
日本在经历了盲目追求西方价值观体系的教训

之后，注意深入研究各国政策经验，取其长补其短，

寻求适合本国政策发展路径的政策理念和政策框

架，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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